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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下的乡村振兴与
高质量发展（笔谈）

李小云，唐丽霞，刘祖云，张 琦 

编者按  农业农村现代化决定了中国现代化的成色。党的二十大报告第四部分“加快

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中有专节论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在日前召开的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是新时代建设农业强国的重

要任务。如何扎实推进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五大振兴，高质量实现农业农村现

代化，是当前亟需回答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为此，本刊以笔谈形式，以“中国式现代化

语境下的乡村振兴与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组约了一批长期奋战在乡村振兴建设一线的学

者的最新成果，力图把他们对乡村振兴理论与实践的新探索和新观点展示出来。李小云教

授团队在云南的系列实践以乡村产业为切入口、紧紧抓住对乡村建设过程中功能的再认识

问题，很好地解决了农民收入提升这一关键问题。刘祖云教授着眼于乡村生态振兴与生态

乡村建设的议题，从生态乡村建设的理论来源出发，探讨生态乡村建设这一学术命题如何

从理论领域走向实践领域。张琦教授提出，乡村的全面振兴为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

的物质及安全保障、制度改革保障、广阔市场发展空间和人才智力支撑，是解决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事业前进道路上问题矛盾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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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向共同富裕：乡村功能与乡村产业振兴的再认识

李小云，唐丽霞

（中国农业大学 人文与发展学院，北京 100083）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也指出当前我

国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仍然较大，这也是实现共同富裕最为严峻的挑战。在长期城市优先

的发展战略下，随着产业、资源、人口等要素向城市聚集，一方面推动了我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为我

国经济保持长期高速发展奠定了基础，也为乡村劳动力非农化转移提供了条件，从而直接促进了乡

村人口工资性收入的快速增长；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城乡差距的不断扩大，城乡差距主要

表现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收入和治理等四个方面。随着近年来我国发展战略调整，尤其是脱贫攻

坚期间，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布局以及乡村治理机制调整等方面都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地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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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了城乡之间的差距，乡村在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可及性以及获得性上都有了显著的提高，乡村

治理体系也在不断加强，城乡居民之间的人均收入比从 2012年的 2.88下降到 2021年的 2.58，人均储

蓄比从 2012年的 9.72下降到 2021年的 5.67①，但是两者之间收入和储蓄的绝对差距在扩大，城乡居

民之间收入绝对差距从 2012年的 15738元增加到了 2021年的 28481元，人均储蓄绝对差距从 2012年

的 6298元增加到了 2021年的 14090元，由此可见，收入差距仍然是实现共同富裕的主要挑战。近年

来，农民转移性收入增长较快，但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不能完全依靠转移支付，也不能完全围绕工资

性收入。结合乡村建设实践来看，如何在乡村中更好地保障农民收入提升这一问题值得关注。从这

一问题出发，又分为两个方面，即如何认识今天的乡村，进而如何认识乡村的产业。

如何认识今天的乡村？今天乡村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功能较 20世纪 80年代发生了改变，尤其是

经济功能完全不同。当时乡村经济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贡献了 35% 左右的 GDP。今天的

乡村仍然以农业为主，但是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较低，如今仅占到不足 8%的水平，来自农业的

收入在农民收入中的比重也只占到了35.7%，随着城镇化的不断推进，我国在乡村居住的人口数量逐

年减少，按照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2020年我国居住在乡村的人口总量为 5.1亿左右，占到总人

口的 36.11%，比 2010年减少了 1.64亿。乡村已经不再是就业、收入和居住的主要承载地，乡村功能

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今天的乡村更多服务于维系留在乡村人口的生计，从而实现政治功能和社会

功能，通过乡村建设让留在乡村的人也能够过上体面和高质量的生活。此外，随着人口的流出、就业

的转移以及农业产业现代化发展的推进，乡村资源的承载压力逐渐下降，从而有效实现乡村的生态

功能，这也是这些年我国很多重要的生态恢复和保护项目能够得以顺利实施的重要前提。虽然乡村

人口规模在减少，但是不可能出现乡村的终结，原因在于人口基数大和城市承载有限，仍然有相当一

部分人口会留在乡村，乡村承载着乡愁记忆，因此未来乡村还承担着文化功能，乡村功能的转型为乡

村建设提供了方向。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乡村建设的主要目标是围绕链接乡村和城市间的资源

要素流动展开，尤其是“村村通”工程，让乡村资源能够更好地流动到城市，如劳动力、农产品、消费

等，建设的基础设施在权属上仍然属于建设单位和部门，从而出现公益性资产的可持续管理和维护

困难，进一步导致了乡村部门一旦面临各种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建设上的困难，只能到上级职能部

门寻找项目和资金支持的惯性，久而久之，出现了从村干部到村民普遍的“等靠要”思想。乡村功能

的转型背景下重新思考乡村定位，从而重新考虑乡村建设的定位。我们团队在云南省昆明市、昭通

市、曲靖市、怒江州等地开展的乡村建设的实验，着力依托当地的村庄形态、传统的建筑风格以及田

园风光，植入了乡村咖啡厅、餐厅、多功能活动空间等新形态的乡村公共空间，这些地方不仅成为留

在乡村的人的活动空间，也为乡村发展新的业态产业提供了载体，让乡村逐渐发展成为一个有一定

自我运营能力的小型综合体，从而实现乡村自身发展的造血功能。

如何认识乡村的产业？乡村产业发展并不是一个新的命题，长期以来，资本下乡一直得到了政

策的关注和支持，资本下乡也的确在很多地方激活了乡村的资源和产业发展，形成了典型的“公司+
村庄+农户”的发展模式，但是也导致了一些问题的出现，尤其是产业发展的主体来自外力，而非村

庄自身发展动力，从而使得产业发展与村庄发展、村庄治理能力和农民核心利益之间的割裂，一方面

有可能导致产业做大做强后与农民收入增长和福利增加的关系较弱，另一方面也可能会因为资本的

外来性与乡土社会互动不畅产生了较短时间内败退的问题。因此，为了使农民收入稳步提升、增长

速率高于城市，乡村建设需要立足于“亲农民产业”。我们团队在云南的乡村振兴实验其核心就是盘

活村庄的闲置资产，通过财政资金的注入，将其转化成为村庄集体所有的经营性资产，这也符合当前

对于财政资金使用的相关管理规定。依托这些经营性资产在村庄培育有利于农民参与的相关产业，

通过选聘乡村职业经理人，建立利益链接机制等来保障产业发展和农民增收之间紧密联系。这种尝

试至少要具备四个方面的要素条件。

①    数据来源于央广网，国家统计局：十年间中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累计实际增长 78.0%。https：//finance. cnr. cn/ycbd/
20221011/t20221011_526032976.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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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在乡村建立起能够有利于农民就业、提升收入的产业。“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传统农业无法

有效提高农民收入，也不能吸引农民就业。因此，需要链接乡村经济的新空间，乡村经济的新空间恰

是当前工业化、城市化推进到一定程度后业已形成的新语境。在新语境下，推动乡村新产业的发展、

新空间的拓展，进而为提升农民收入提供新的来源。因此，在乡村建立让农民直接受益的产业至关

重要。“亲农民产业”并不排斥资本，当前农户资产收益比例较低，需要将乡村资产盘活成为农民能够

受益的产业，如嵌入到农民日常生活的餐饮民宿业、嵌入到农业生产中的研学实践和自然教育培训

产业、嵌入到乡村形态中的休闲度假旅游以及培训会议等业态，我们团队在云南近 20个乡村振兴示

范村植入的“亲农民产业”，虽然对于很多乡村振兴运营公司来说并不算新鲜事物，甚至和市场主体

主导的这些业态相比还相对比较稚嫩和粗糙，但是核心特点是农民能够直接参与其中，如在西双版

纳河边村的嵌入式民宿发展，其亮点特色是每个农户都成为民宿的经营者；在昭通大苗寨、安宁雁塔

村的咖啡厅和餐饮服务都是村民在自主经营。

第二，建立组织机制，成立有利于农民当家作主的组织形态。这一组织形态应当具有市场性，在

当前的政策框架下，有两种选择路径，一种是成立农民专业合作社，另一种是在村集体经济合作组织

下注册一个村集体所有的公司，由村集体经济合作组织的负责人担任公司法人，通过村庄四议两公

开等程序将村集体经营资产委托给村集体经济公司来进行运营。从云南各地实践来看，注册村集体

公司是一个相对比较可行的选择，目前从政策上看，对公司注册的条件和经营范围的规定相对比较

宽松，村集体公司成立以后，村集体和村公司之间通过签订经营委托合同，能够实现村经营性资产的

市场化管理。当前，昆明市都市驱动型乡村振兴创新实验村分别注册成立了云南彩居麦地文化旅游

发展有限公司、昆明古村六坊文化旅游有限公司、安宁花巷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和石林矣美堵乡

村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等多家公司，通过村集体经济公司的方式，将政府前期投入的资金转化为村庄

集体经济发展的资产，避免政府公共投入的流失，村集体注册的公司通过自营、与社会资本公司合作

经营以及对独营的市场主体进行管理等方式，促进村庄内生发展能力的培育，从而实现资产的可持

续运营和壮大村集体经济的目标。

第三，建立利益链接机制，确保农民始终处于受益状态。乡村振兴和建设的重点是提升农民的

福利水平，而非简单地引进资本发展乡村旅游让农民难以从中受益。乡村产业发展要聚焦农民就

业，这是实现农民共同富裕的核心。如在云南安宁市雁塔村，通过集体闲置房屋资产盘活和财政资

金注入改造，实现了村集体资产的有效增值。目前闲置资产修缮建设了专家工作室 1所、商铺 14间、

民宿 2所、农家餐厅 3所。基于此，雁塔村共有 16个经营项目，其中由村民自主经营的业态有 10个，

包括鲜花饼、超市、咖啡厅、小吃店等业务，带动了部分不愿意外出村民实现了本村创业和就业；招商

引资了 5位外来经营者在村内进行银器、玉石、高端餐饮和研学实践等本村村民进入门槛高的业态，

为雁塔村的村内核心商业区带来流量；此外村集体公司还通过自主经营盘活了两处资产，从事餐饮

和会议等商务服务为村集体创收，仅2022年上半年，村集体收入就达到60多万元。

第四，加强乡村振兴人才队伍建设，培养乡村职业经理人。乡村也需要职业经理人，就像城市的

现代企业既需要有思想的领导者，也需要负责日常管理、对接市场的职业经理人。乡村职业经理人

可以弥补村两委干部在经营村庄上动力不足和能力不足的问题，来自浙江、云南等省的地方实践也

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如晋宁鲁黑村乡村职业经理人立足鲁黑之家项目和配套的 22个夯土民宿，围绕

“乡愁记忆”主题，提升改造古井景观、村内水景观、村庄绿化，新建休闲亭、17千米健康步道、垂钓台

等一批文旅设施，同时提升接待能力，年游客接待量达 4万人次，村集体经济增收 40万元。晋宁福安

村的乡村职业经理人团队通过业态规划、引领和服务，全村各种业态收入达 220万元，为集体带来了

152万元的收入。昭通市大苗寨村的职业经理人营业半年以来，仅经营乡村旅游业态就获得 100 余
万元的收入，为村集体带来 30余万元的收益；昭通鲁甸县石水井村的职业经理人带领团队运营 4个

月时间，已吸纳游客近 7万余人，营业额达 110万元，带动 40余户农户户均增收 3000元，村集体收益

20万元。职业经理人在村两委的领导下，对村庄的经营性资产进行盘活和有效利用，通过招商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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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经营、委托经营等方式，壮大村庄集体经济，促进村庄产业振兴。

在云南省的乡村振兴实践表明，盘活农民的闲置资产，培育出农民能够就业、能够掌握、能够受

益且有人为之服务的业态，将农民组织起来，通过产业多元化带动市场，是实现农民增收、推进乡村

振兴的一条合理路径。在云南省的乡村振兴实验中，我们也非常欣喜地看到，一些原本在村外创业

的年轻人开始返乡创业，为乡村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乡村生态振兴与生态乡村建设需要双重制度保障

刘祖云

（南京农业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5）

“生态”这一语词，在二十大报告的两个部分获得了足够的关注：一是，在第十部分提出，“提升生

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即“以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保护红线、自然保护地等为重点，

加快实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二是，在第四部分“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子目中，提

出“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并强调，在乡村建设方向

上，“统筹乡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布局，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笔者认为，前者是基于宏观生态

系统角度的阐述，而后者是在“乡村建设”这一独特场景下，对于乡村自然生态建设的强调。无论是

生态系统的保护，还是乡村生态环境的保护，在乡村建设这一议题上，就自然而然地落在“生态乡村”

建设的基座上，因为在一个独立区域内的乡村建设生态化了，乡村生态振兴的目标就实现了，同时生

态系统的多样性也得到了体现。因此，在本文中，笔者就乡村生态振兴与生态乡村建设的议题谈一

些见解与观点。

我国著名生态学家马世骏教授在 1985 年就撰文提出，“农村是以农业经营为主体的社会-经

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1]，这其中，经济系统包括生产、流通和消费三个环节，自然系统是植物、动

物、微生物、资源及其介质的集合，而社会系统则包括政策法令、思想文化、组织管理和科技教育四个

方面的内容[2]。笔者认为，马世骏教授对于农村生态系统的理论定位，既涉及宏观的生态系统的视

角，也关注了微观的以自然系统为基础的乡村生态环境层面。这对于我们理解生态乡村建设具有重

要的方法论意义。

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经济发展对于自然生态环境的影响程度不大。那时，中国的乡村社会基

本上处于一种原生态的自然环境中。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加快，经济规模在不断增

大，再加上基本遵循“城市偏向”与服务于城市的社会发展战略，乡村的整个生态系统受到了严重的

冲击，这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以植物、动物、微生物及其资源为基础的自然生态系统受到了严重的

破坏；二是，以生产、流通、消费为主要环节的乡村经济系统也受到严重的破坏；三是，以正式制度与

非正式制度为主要内容的乡村社会系统也遭受到严重的解构。

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并把乡村的生态振兴作为乡村振兴的核心内容之一。对此，

学术界关于乡村生态振兴与生态乡村建设的学术研究成果呈现明显增长态势。笔者认为，在这一理

论讨论中，我们必须关注一个重要的问题，即生态乡村建设这一学术命题如何从理论领域走向实践

领域；换言之，我们需要把理论力量转化为实践力量。对此，笔者曾提出，生态乡村建设既是一个理

论问题，也是一个实践问题，更重要的是，它需要从理论运思向实践行动跃迁，而这一跃迁是需要两

种制度支撑的。生态乡村建设需要国家层面的一整套正式制度支持，也需要植根于乡村特定场域的

风俗习惯、村规民约等非正式制度的支持。因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在乡村社会中虽然存在着各

自作用的空间，但同时，这两者在一种特定的时空中，又会产生密切的互动，以共同支持生态乡村向

实践品格的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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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生态乡村”建设需要正式制度供给。美国著名政治经济学家Ostrom认为，正式制度规则

主要规定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什么是被禁止的”，二是“允许的行动或结果的上限和下限”，三是

“要求的一个特定行动或结果”[3]，根据他的界定，结合生态乡村建设的实际，笔者拟将正式制度的功

能归纳为两点：一是规制作用（禁止、要求），二是引导作用（允许）。在生态乡村建设中，乡村生产、生

活和生态诸方面都需要政府正式制度的规制和引导。

一是，从乡村整体发展层面看，政府的正式制度规则需要引导乡村产业结构调整，并引导或规制

乡村经济发展的绿色转型。在乡村建设中，乡村经济增长和农民生活富裕是一切工作的核心和前

提。如何处理好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之间的矛盾，如何在保护好“绿水青山”的前提下创造出“金山

银山”的价值，以及进一步将“绿水青山”转变为“金山银山”的价值，则是生态乡村建设的关键命题。

对此，地方政府应该根据乡村现实发展需要，尤其是根据乡村所在的自然生态系统的独特性，在响应

中央政府乡村振兴总体战略目标下，因地制宜地制定各类地方性政策与规划等正式规则，为乡村的

绿色发展或乡村发展的绿色转型提供制度保障。比如，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背景下，南京市政府

提出具有比较优势的“都市农业”发展理念。在这一理念指导下，相应出台了许多支持周边生态乡村

建设与发展的正式制度，以引导南京市周边乡村的绿色发展。在这一政策背景下，六合区竹镇镇的

绿色发展与转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竹镇镇充分利用本地区多丘陵的地理特点，通过发展适合这

一地理特性的畜牧业与旅游业而改变了经济贫困落后的面貌，实现了“绿色崛起”，从而成为生态乡

村建设的成功案例。

二是，从“在乡企业”的层面看，政府的正式制度供给应引导在乡企业开展绿色环保实践，以规制

企业的排污行为。在城市发展转型的过程中，有一部分高污染企业以下乡的形式，企图规避政府的

生态监管，这些“在乡企业”对于乡村的生态环境是主要隐患。在乡村生态振兴的背景下，需要在乡

村经济发展利益与乡村整体生态利益之间寻求平衡点。在这个平衡点寻找的过程中，作为生态环境

“公利”保护的基层政府与作为经济利益追求的“企业经济人”之间必然存在着博弈关系。一方面，在

企业的生产环节加入生态环境的考量与指标，必然导致企业生产成本增加，并有损企业的短期经济

利益，而企业与市场的逐利性往往会诱导企业忽视生态环境保护的责任行为；另一方面，“在乡企业”

实现绿色生产转型是乡村建设与生态振兴的必然要求，而且，乡村生态保护又是基层政府的责任之

一。如何处置这一尖锐矛盾，考验着基层政府的战略眼力与定力。对此，在基层实践中，已有许多案

例表明，以企业的绿色发展转型为核心，完全可以解决这一尖锐矛盾。比如，甘肃省民乐县通过征收

环保税倒逼企业进行节能技术改造，充分发挥了“绿色税制”的调节功能。具体而言，通过实行“多排

多缴、少排少缴、不排不缴”的正向激励机制，鼓励企业节能减排，引导绿色生产，促进企业绿色转型

发展，同时也增强了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三是，从村民个体层面看，政府的正式制度供给应起到规制村民生态破坏行为，并鼓励其修复乡

村生态环境的行为。在乡村场域下，村民是生态环境的直接干预者与影响者；村民的生产与生活方

式常常是乡村生态环境的直接介入方，甚至是破坏方；但同时，村民也是生态环境恶化的承受者。一

般来说，村民的“生态不友好行为”主要源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普遍环保意识比较薄弱，很

多环境破坏行为可能出于无意识，甚至在他们多年的生活经验里，“农村一直就是这样”；另一方面是

因为长期以来村民基本不需要承担制造污染所带来的处理成本，因此，村民通常不会主动约束自己

的生态不友好行为。对此，国家层面的正式制度安排可以为约束村民的生态不友好行为提供前置性

的法律依托，也为地方政府的生态治理行为提供法律依据。比如，为治理农村污水，江苏省无锡市出

台了《无锡市政府关于无锡市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提质增效行动方案》和《2021年全市农村生活污水治

理工作计划》，实现无锡市污水处理自然村覆盖率达到 90%，8.5万余户农民受益。再比如，江苏省泰

兴市通过制定出台 2018年、2019年、2020年《全市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实施方案》，将全市村庄环境整

治作为乡村振兴考核的重要内容，实现了全市农村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 100%，无害化卫生户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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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及率达 98%以上，畜禽粪污治理率达到 100%，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建成率达 65.44%，实现了良好的

乡村生态治理效果。

第二，“生态乡村”建设还需要非正式的制度供给。新制度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思认为，“我们

日常在与他人发生相互作用时，无论是在家庭、在外部社会关系中，还是在商业活动中，控制结构差

不多主要是由行为规范、行为准则和习俗来确定的，即便是在最发达的经济中，正规规则也只是决定

选择的总约束中的一小部分”[4]，在这里，诺思是在强调“社会习俗”作为一种非正式的行为规范对于

人们社会选择行为影响作用的广泛性与持续性，而非正式制度规则对于社会行为的影响在中国的乡

村社会表现尤其明显。因为，乡村社会中的非正式制度规则植根于乡村的日常生活，它相较于刚性

的正式制度，是更接“地气”的村民基本伦理道德与社会选择的行动指南，因此，它具有正式制度无法

消弭的运行空间。具体来说，乡村非正式制度主要包括村规民约和乡村传统礼俗两种形式。在生态

乡村建设进程中，村规民约与传统礼俗对村民行为的生态化转型和生态友好意识的培养会发挥积极

的规范与引导作用。

一是，村规民约对村民生态友好行为的积极影响作用。“村规民约”指的是在行政村或自然村的

某一区域内，由村民主体制定的、以文本形式呈现的一系列村民行为规范与指导准则。一般来说，村

规民约主要包括引导型和规范型两种形式。引导型村规民约多见于字数短小的口诀，较为宽泛，约

束力较弱；规范型村规民约则为更加详尽的具体条例，其约束力更强劲。村规民约本身不具备法律

效力，却可以成为乡村社会行动逻辑的主导力量，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乡村场域“熟人社会”的特殊

性，而这一特殊性塑造了一种被称为“面子”的社会舆论场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曼瑟·奥尔森在著

作《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中提到，在成员间有面对面接触机会的小型集团中，社会压力和社会激励

能够起到很好的作用，合作的个人被集团接纳，不服从的个人则会受到排斥[5]。因此，在村庄“熟人社

会”的独特场景下，会形成“唾沫星子淹死人”的社会舆论氛围。与城市社区人与人之间的陌生感和

隔离感相比，乡村社会独特的平房和院落式住宅结构以及“村口老树下”等村庄公共空间，赋予了村

民“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可能性，也更容易形成村庄公共舆论氛围。

在乡村生态建设这一议题中，村规民约也正是借助于这种村庄舆论的力量对村民发挥着规训和

引导作用。因此，依据环境友好型的原则对村民的环境行为做出约束性的规定，引导村庄制定生态

友好型的村规民约，针对村民不友好行为及生态破坏行为制定明确的惩罚条例与措施，既可以借助

村庄舆论形成相应的压力，也可以通过村民的讨论、争论与协商营造一种新的村庄舆论，以达成村民

对于环境的友好行为选择。

二是，乡村传统礼俗对村民生态选择行为的影响作用。费孝通先生认为，乡土社会的信用并不

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假思索时的可靠性[6],这里的“规矩”就是指

非文本化的乡土礼俗。自古以来，受道家“道法自然”观念的影响，我国乡村社会就具有深厚的生态

保护文化传统，同时，以小农为主的农业生产方式及靠天吃饭的客观现实也使乡村社会形成了“顺应

自然”的原始生态观念。但是，长期形成的具有原始形态的乡村生态传统受到了现代大工业社会的

严重冲击。随着人口逐渐增多、粮食生产压力增大、耕地面积有限等因素的制约，尤其是受工业化时

代物质主义、消费主义影响，在乡村社会，经济理性开始逐步取代生态理性，从而严重破坏了乡村社

会长期形成的生态观念。因此，在乡村生态振兴战略的引导下，重塑乡村社会以乡土礼俗为表现形

式的生态观念，以非正式制度形态约束乡村社会过于扩张的现代经济理性，让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

度安排形成合力，重振乡村自然而美好的原生态环境，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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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支撑高质量发展

张 琦

（北京师范大学 中国扶贫研究院/中国乡村振兴与发展研究院，北京 100875）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在向第二个百年

奋斗目标奋进的新征程上，必须坚持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统领整个经济社会发展①。自十九大报告

中首次提出高质量发展的新表述后，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作为推动高质

量发展的重点工作之一。今年的二十大报告中再次强调，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

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并将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作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之一。不难看岀，乡村

振兴与高质量发展之间存在紧密的内在联系和实践逻辑。乡村振兴战略以“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

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为总要求，以“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为

主要着力点，显然，其内涵与高质量发展“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相呼应，其政策意蕴也与高质

量发展相契合。另外，乡村的全面振兴为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及安全保障、制度改革

保障、广阔市场发展空间和人才智力支撑，是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前进道路上问题的关键。

因此，乡村振兴战略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之一，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战

略举措。

一、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物质及安全保障

高质量发展并不是说只关注质量而不要经济增长速度，保持合理的经济增长速度仍然是实现高

质量发展的前提。要保持经济增长在合理的增长区间，还是要持续不断的投入劳动力、土地等生产

要素，确保有稳定安全的发展环境，并着力提高要素生产率。

农业农村是经济增长所需生产要素的主要来源，粮食安全是经济安全和国家安全的基础。粮食

安全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基石，农业作为基础性产业，其生产的农产品是人们生存所必需的，人类生

存所需的最基本的生活资料主要由农业中的动植物生产来提供，且二三产业发展所需要的大量原料

都是由农业来提供。农民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主体之一，农村能够为经济增长提供土地和各种

自然资源。但是，受要素边际报酬递减规律的影响，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边际贡献

会随着其投入量的增加而降低。乡村实现全面振兴则意味着农业产业效率的提升、农民人力资本水

平的提高和农村的全面发展，这就为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低成本的原材料和高素质的劳动力等优越条

件。另外，乡村产业全面振兴促进了乡村三产融合发展，延伸了产业链条，内化了交易成本，助力实

现规模经济、范围经济，进一步提升了生产效率。高劳动生产率是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

2018-2021年，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 17.43%②，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 7.12%，第三

产业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10.00%。根据Matsuyama的研究，更高的农业生产率会导致更快的工业增

长，从而提高整体增长率[1]。近年来，我国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大型经济圈、现代农业产业园中型经济

①    资料来源于中国政府网，http：//www.gov.cn/xinwen/2022-10/25/content_5721685.htm.
②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数据计算，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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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农业产业强镇小型经济圈等加快建设，累计创建了140个优势特色产业群、250个国家现代农业产

业园、300个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1309个农业产业强镇①。农业产业的快速高质量发展、

乡村三产不断加速融合发展有力地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

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

间的矛盾。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我国实现全面小康后，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

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2]。

实现高质量发展是对解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回应。乡村振兴战略在重视农业农村发展作为高

质量发展物质基础的同时，更加强调农业农村发展的生态功能、生活功能和社会功能等。近年来，我

国累计认证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 5.9万个，培育了 634个地理标志农产品，认证良好农业规范和名特

优新农产品近 3000个，支持各地依托特色种养、田园风光、乡土文化等资源建设美丽休闲乡村 1442
个。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为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个性化、多样化、优质化和绿色化需求提供了重要

保障。

实现乡村全面振兴不仅能够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劳动力、土地等基本的要素投入，为高质量发展

提供稳定安全的环境，还能通过农民人力资本提升、产业融合发展等提高各种要素的生产效率，满足

新时代人民群众高质量的美好生活需求。要通过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大农村基础教育投资、加强

对农民的技术培训，强化现代农业基础支撑，完善粮食收益保障，为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物质

基础和支撑。

二、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市场发展空间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们要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要实现高质量发展，扩大内需是

其中的关键之一，而“三农”领域又是扩大内需的重要阵地。生活富裕是乡村振兴的总要求之一，生

活富裕主要体现在农村居民收入能增长，消费跟得上。消费是国内大循环的关键环节，而消费环节

畅通的关键在于农村居民消费的振兴[3]。现阶段，农业农村基础设施还存在较大的短板，突出体现在

乡村水、电、路、气、房和广播电视、通信、物流等方面[4]。因而，以乡村振兴促进“三农”的高质量发展

能够释放巨大的内需潜力。

从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来看，2018-2021 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率为

6.93%②，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率为 9.84%，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率比城

镇居民高 2.91个百分点。2021年全国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为 2.50，比 2018年下降 0.18，相
对差距持续缩小。随着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快速增长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进一步缩小，全

体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会进一步提高，这又会进一步扩大消费总量。通过乡村振兴战略持续促进农

村居民增收是扩大消费内需的重要抓手。

从人均消费支出增长来看，2018-2021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年均增长率为 5.36%，农村居

民人均消费支出年均增长率为 10.43%。从数据可以看出，2018年实施乡村战略以来，农村居民人均

消费支出年均增长率接近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年均增长率的 2倍。虽然城镇居民仍是消费的主要

群体，在总量上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与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也还有不小差距，但是农村居民人

均消费支出增长率的快速提升充分说明了农村还蕴藏着巨大的消费潜力，农民也将逐渐成为以消费

扩内需的主力军。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中国仍有约 5亿人居住在农村，通过乡村振兴激活

农村人口的消费潜力，将为扩大消费内需、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提供重要支撑。

①    数据来源于乡村振兴战略规划实施协调推进机制办公室编著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实施报告（2018−2022年）》。

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计算，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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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投资情况来看，2018-2021年，三次产业固定资产投资都有不同程度的降低，如果用固定资产

投资与 GDP的比值来衡量宏观投资效率，可以发现三次产业固定资产投资的宏观投资效率都在降

低。但是，三次产业固定资产投资宏观投资效率降低程度是有差别的，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宏观

投资效率年均降低 0.41%，第二产业固定资产投资宏观投资效率年均降低 3.93%，第三产业固定资产

投资宏观投资效率年均降低 3.32%。虽然，投资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在降低，但是投资仍然是维持

经济增长速度在合理区间的重要引擎，且从数据来看，现阶段对农业农村进行投资是最具有经济效

益的。通过乡村振兴战略，补齐欠发达地区交通、文化、教育等公共基础设施短板，加大对乡村产业

的固定资产投资是扩大内需的又一重要措施。

“三农”领域在扩大内需上还蕴藏着巨大的潜力，通过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增强农民自我发展的

内生动力，实现农民高质量就业，持续促进农民增收，加大农业农村基础设施等固定资产投资是扩大

内需的重要抓手，也为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广阔市场空间。

三、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制度改革保障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了“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完善产权

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等市场经济基础制度”等一系列体制机制改革措施。实现高质

量发展必须要有高质量的制度供给做保障，体制机制不顺畅是交易成本增加的一个重要因素。破除

体制机制障碍，最大限度减少交易成本，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方向。高质量发展必须通过一定

的制度安排和形成新的机制才能得以实现[5]。现阶段，要实现高质量发展还存在各种各样的体制机

制障碍，这些体制机制障碍在“三农”领域的表现更加突出。

一是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不健全。完善和优化价格形成机制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体制的重要内容之一。由于农业、农产品所具有的多功能性而产生的外部性使得农产品价格形成机

制改革成为价格制度改革的重点。现阶段，政府主导了农产品价格形成，政策性收储价格还处于支

配地位，影响了市场发挥作用，农产品作为基础性的投入品和消费品，其价格形成机制不顺畅势必会

影响其他商品合理价格的形成，市场价格无法有效的反映市场供需情况，容易造成供求矛盾，从而影

响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二是农村集体产权制度不够完善。农村集体产权关系到农村集体经济实现形式和运行机制，关

系到农村集体资产联农带农富农作用的发挥。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不起来，农民富裕不起来，就不能

说实现了高质量发展。笔者团队在贵州省调研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情况时发现，有些县农民专业合

作社“空壳率”达到 90%以上，且存在大量集体资产无人管护的情况。脱贫攻坚期间形成的规模庞大

的扶贫项目资产，由于资金来源广泛等原因难以确定产权归属，造成“管护用”主体不明确，难以发挥

扶贫项目资产联农带农富农的作用。在折股量化时，有的地区量化为份额，有的地方量化为股份，有

的地方仅针对集体经营性资产进行折股量化，也有的地方把折股量化的对象扩大到资源性资产、非

经营性资产。集体产权制度的不完善进一步造成了资产管理、使用等方面的问题，最终影响农户增

收、农民发展。

三是城乡间要素流动不顺畅。计划经济时代，我国为了加快工业化建设，一方面运用行政手段

将农业剩余转化为工业积累，另一方面限制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形成了城乡户籍制度为基础的

社会保障制度、劳动用工制度等制度安排，形成了城乡不对等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改革开放以来，

虽然我国实行了一系列旨在促进城乡经济协调发展的改革举措和政策措施，但是城乡之间人口、土

地、资金、技术和信息等要素流动还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体制机制障碍，目前还没有形成城乡统一的劳

动力市场、土地市场，资本要素、技术要素、数据要素等市场发育也十分缓慢。没有城乡要素的自由

流动，就无法形成市场机制发挥决定性作用的统一要素市场，也就没法实现城乡均衡发展，而城乡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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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发展又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衡量标准。

破除体制机制障碍要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为契机，坚持城乡融合发展，加快构建城乡融合发展

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深入推进土地制度、农业支持保护制度、集体产权制度等制度性的改革和完

善，不断为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全方位制度性供给。

四、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为高质量发展提供人才智力核心动能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

“必须坚持人才是第一资源”“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人是高质量发展的核

心要素[6]。人才作为高质量人力资本的载体，是生产力中决定物的生产的能动因素，更是实现高质量发

展的重中之重。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为实现高质量发展创造物质基础、提供制度保障和开拓市场空间，

说到底还是要靠人来实现，还是要靠乡村人才在其中发挥关键作用。

一是加快培育农业科技创新人才。我国转向高质量发展必须要转换发展动力，创新的作用也就更

加凸显，人才又是实现创新的关键。加快农业科技创新人才培育就成为了实现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关

键。农业经济增长实现动能转换要向农业技术创新要动力，要向加快培育农业科技创新人才要动力，

即要面向生物育种、现代农业机械装备等前沿，加快培育农业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截至2020年，

我国累计遴选了300名农业科研杰出人才及300个创新团队，在全国建立了一支5000人的高层次农业

科研人才队伍，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了强有力的人才支撑。

二是要大力开展高素质农民培育。不断开展高素质农民培育，增强农民内生动力，提升农民素质

是保障农民实现可持续增收的根本之策。脱贫攻坚期间，我国通过转移支付、兜底保障政策等措施暂

时性地提高了部分群众的收入，解决了其绝对贫困的问题。但是，由于自身没有获取可持续收入的能

力，出于对未来收入不确定性的预期，即使这部分群众获得了收入，其边际消费倾向也是极低的，一

定程度上影响了内需的扩大。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来，中央财政累计安排资金 109亿元实施高素质

农民培育，每年培育 100万人。分层分类培养了产业发展带头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专业种养加能

手等高素质农民，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群众的内生动力，为农民持续增收、增强消费意愿提供了重要

保障。

三是加强基层组织人才培养。基层组织人才身在基层一线，是最了解农民农业农村的。因其切身

参与到农业生产活动中、农村发展规划中，农业农村发展哪里有堵点，哪些机制运行不顺畅，其能够及

时发现解决。因此，完善村民自治制度，健全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体制机制，健全乡村治理体系，提高乡

村治理能力都离不开乡村基层组织人才。农村基层组织人才在确保广大农民安居乐业、农村社会安定

有序方面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在相对和谐稳定的环境下对妨碍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的各种体制

机制改革，就会降低改革阻力和成本。

因此，要创新乡村人才培养、引进、激励工作机制，构建完善乡村人才振兴的政策框架，建立起规模

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乡村人才队伍和机制完善、充满活力、富有效率的人才支撑体系，培养和造

就一大批符合时代要求、具有引领和带动作用的乡村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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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n the Context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Written Discussion）

LI Xiaoyun，TANG Lixia，LIU Zuyun，ZHANG Qi

Editor’s Note The modernization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areas determines the quality of China’s 
modernization. The fourth part of the report of th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Accelera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and striving to promot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has a special section on comprehensively promot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How to solidly 
promote the five revitalization of rural industry，talent，culture，ecology and organization，and achieve 
high-quality agricultural and rural modernization is a major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problem that needs to 
be answered urgently at present. For this reason，in the form of written talks，a group of scholars who 
have been fighting in the front line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construction for a long time have been invited to 
present their latest achievements，trying to show their new explorations and perspectives on rural revital⁃
iz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with the theme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n the 
context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The series of practices in Yunnan of Professor Li Xiaoyun’s 
team take rural industry as the entry point，and focus on the problem of re-understanding the functions in 
the process of rural construction，which well solved the key problem of increasing farmers’ income.Fo⁃
cusing on the issues of rural ecological revitalization and ecological rural construction，Professor Liu 
Zuyun discusses how the academic proposition of ecological rural construction moves from the theoretical 
field to the practical field from the theoretical source of ecological rural construction.Professor Zhang Qi 
proposed that the overall revitalization of the countryside provides a solid material and security guarantee，
system reform guarantee，broad market development space and talent intelligence support for achiev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which is the key to solving the problems and contradictions on the path of so⁃
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agricultural and rural modernization； rural vitaliza⁃
tion；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agricultural power； common prospe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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